
评《项英传》有关皖南事变的论述

金　冶

　　王辅一著《项英传》(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年出版) , 对项英的

一生作了较为详细的叙述, 便于读者能对项英为革命奋斗的一生

有较为系统的认识。但是, 它的《战斗在新四军》和《在皖南事变

中》这两章,除了对项英不适当的溢美之外,粉饰之词颇多。尤其是

许多地方背离历史真相,不符合事实,令人感到惊讶。他认为, 项英

“对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在皖南事变中遭受严重损失负有责

任”, 而“把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损失的责任都推给项英一人身上

是不实事求是的”。“党中央、毛泽东在皖南事变前, 在对待蒋介石

抗日和反共的问题上, 在处理国共两党的关系上,在指导新四军军

部及皖南部队北移问题上,失误是明显的”。它还指责中共中央

1941年 1月 15日《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是“仓促作出的”,“所述

事实不准确, 不实事求是”, 指责“党中央、毛主席对皖南事变前形

势分析不当和决策上的失误没有很好地总结经验教训”。

　　按照《项英传》作者的说法, 对新四军的皖南失败, 项英只是

“负有责任”, 而中共中央、毛泽东反而在上述一系列根本性问题上

有明显“失误”, 那么,究竟谁对皖南失败负“主要责任”,作者的意

图不是不言而喻了吗? 问题的实质不仅仅是对项英功过评价有所

不同, 而且涉及到抗日战争中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的

正确性,以及对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历史过程的看法上存在原则性

的分歧。所以,就此作进一步的探讨, 辨明原则是非, 研究总结新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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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皖南失败的历史教训,是很有必要的。

一　从胡乔木说皖南事变看《项英传》

　　199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对皖南事变

的背景,事变的演变过程,特别是毛泽东领导中共打退以皖南事变

为主要内容的、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的

整个斗争中的指导思想、战略方针、决策过程及经验总结, 作了历

史的回顾。胡乔木认为:“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一系列方针政策,

在整个抗战中,是毛主席思想发展的一个高峰, 在整个毛泽东思想

中也有一定的地位。”毛泽东在这半年时间内起草的“不少文电有

丰富的思想内容, 有很强的政治性、政策性。还有一些文电,对他的

理论观点作了一定的阐发。这些文电和这个时期会议上的一些讲

话,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主席的某些思想理论的形成过程。《论政

策》、《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和《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

潮的总结》等文, 可以说是集这些思想之大成,是这个时期毛泽东

思想的主要代表作”。“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更加成熟的重要

阶段”。 胡乔木的分析论证,高屋建瓴,鞭辟入里,读后令人信服,

很有教益。

　　第一,胡乔木认为: “毛主席在领导全党打退国民党第二次反

共高潮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而在《项英传》中, 却认为这一时期

毛主席有以下六点错误:一,“受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影响, 对形势有

些过于乐观, 对时局的危险性估计不足”; 二, “对北移的态度变化

大,要求走的决心下得太迟”, 1940年12月 26日“严责电” “显得

晚了一些”; 三,“低估了曹甸战斗对皖南的影响, 对新四军苏北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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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部队的行动协调不够”;四, 项英“暂缓北移的建议未被重视”;

五,“在转移前变动两个主要指挥员, 在做法上似不合适”; 六, “仓

促”作出了“事实不准确, 不实事求是”的《关于项袁错误的决

定》。

　　如果以上指责均成立的话,还能说中央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

高潮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吗?在国民党顽固派不打日本、打内战大

军压境的反共严峻形势下, 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还有可能打退第

二次反共高潮吗?

　　第二,胡乔木还指出:“中央在事变发生后, 对项袁的批评基本

上是对的。” 这就是说, 他对 1941年 1月 1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

于项袁错误的决定》持肯定的态度。这个《决定》经中共中央批准收

入 1991年 6月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编》第 13卷,中共中央军

委批准于 1994年出版的《新四军文献》(二) ,也收录了这篇历史文

献。

　　而《项英传》中却列举了《决定》的七点错误: 一, “把项英和张

国焘并列是混淆了两类矛盾”。二,“说新四军皖南部队‘绕道’北移

是‘自寻绝路’的观点不能成立”。三, “说项英在抗战开始就同中央

在政治原则和军事方针上有分歧的说法不实事求是”。四,“说项英

三年来对中央一贯阳奉阴违、反对向北和向敌后发展、反对扩大新

四军、反对建立抗日根据地的讲法不符合实际情况”。五, “党中央、

毛主席对皖南事变前形势分析不当和决策上的失误没有很好地总

结经验教训”。六,“把项英和王明扯在一起是不对的”。七,“说项

英脱离群众,搞家长制有失偏颇”。作者还认为, 公开否定《决定》

“是贯彻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结果”。 

　　《项英传》的作者,显然是全盘否定《决定》。如果否定了《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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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那么是否也要否定同《决定》精神相一致的毛泽东所作的《关

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 以及稍后由王稼祥执笔、中共中

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 我认为,胡乔木说的“中

央在事变发生后对项袁的批评基本上是对的”这个论述, 是符合共

产党历史的真实情况的,因而也是正确的。

　　第三,胡乔木还认为:“通过这次斗争, 我们对王明右倾路线的

认识更清楚了。新四军领导人在这次事变上的失算, 是与王明右倾

路线的影响有关的。” 我认为, 这个论述是从中共党史实际出发,

因而也是比较客观公正的。《项英传》仅凭“王明主持的长江局在

1938年 11月初就撤销了”这一点, 就断定“把项英王明扯在一起

是不对的”, “说项英受王明影响深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恰恰

是一种武断。人所共知,思想影响不会因某种机构撤销或某个人的

下台就会自动消除。胡乔木说:“在遵义会议后, 经过……第二次国

共合作的实现,中国党已经能够独立地按照中国情况来决定自己

的政治战略。尽管如此, 还是有很多困难。这才产生第二次王明路

线。而且, 这种教条主义倾向不仅仅是到 1938年为止,它在党内的

思想影响一直还存在, 并没有完全解决。如果不经过整风,全党在

这个问题(从中国实际出发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上的认识是解决

不了的。” 王明路线的思想影响,经过延安整风才在全党解决。而

项英在历史上就与王明的思想、路线有瓜葛,怎么能说是别人把他

与王明“扯在一起”的呢?

　　胡乔木长期在毛泽东身边从事秘书工作。《胡乔木回忆毛泽

东》又是专门回忆毛泽东 40年代和 50年代思想和行动的著作,所

述内容是可信的。《项英传》的作者在“后记”中曾表示“特别注意”

两个方面的资料: “一是 1941年皖南事变前形成的资料, 二是近几

年形成的资料。”《胡乔木回忆毛泽东》是 1994年 9月出版的, 可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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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近几年形成的资料”。但《项英传》的作者并没有给予“特别注

意”。可见作者实际上“注意”的只是合乎自己需要的资料。这种学

风不仅不够实事求是, 恐怕亦有悖于作者的自我宣言吧!

二　所谓党中央“要求走的决心下得太迟”

　　关于新四军的行动方针, 正如毛泽东在 12月 26日“严责电”

中指出:“中央还在一年以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 向敌

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 1938年 11月,中共六届六中

全会确定了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1939年 4月 21

日, 中央书记处在《关于发展华中武装力量的指示》中就提出: “新

四军江北指挥部应成为华中我武装力量之领导中心,除指挥我原

有武装外,更有建立及发展新的队伍之任务。” 但项英拘于“在皖

南要建立一个根据地”的设想,没能落实中央的指示。同年 11月 7

日,中共南方局和叶挺联名致电毛泽东, 提出新四军应“把工作重

心移到江北去,才能保全武装继续发展”。项英囿于“独立开展南方

局面”的打算,仍置南方局和叶挺的意见于不顾。

　　鉴于国民党把摩擦中心从华北移向华中,毛泽东于 1940年 3

月 29日致电项英:国民党顽固派有可能利用其优势兵力向新四军

军事地区进攻, 因此军部及皖南部队“应预先有所准备, 以免遭袭

击,万不得已时可向苏南陈支队靠拢,再向苏北转移”。 项英则多

次致电中央,要求江北新四军主力南调。1940年 4月 26日,中共

中央指示:“皖南军部以速移苏南为宜。”! 28日陈毅向中央建议

“军部东移”。中央于 5月 5日复电项英、陈毅, “同意军部、后方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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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及皖南主力移至苏南”。 军部与江南指挥部于 5月组织参谋旅

行团,勘察了军部东移道路、宿营地点以及沿途敌伪顽情况,陈毅、

粟裕还准备派三个团接应军部及后方机关东进。但项英迟迟未动。

陈毅又派曾如清专程急赴皖南,转达他要求项英率军部东进的意

见。项英则主张“江南加强皖南力量”,拒绝了陈毅的建议。陈毅激

愤地说:“项英既不去皖东, 又不来茅山,竟这样目无中央, 他按兵

不动,赖在皖南,犹豫不决, 到现在还五心不定, 将来一定要输得干

干净净!”

　　中共中央得悉韩德勤企图配合桂系在皖东、苏北挑起大规模

军事摩擦,遂于 9月 19日严令“叶、项率部迅即渡江,应于两星期

内渡毕增援皖东为要”。 中央觉察项英犹豫不决, 又于 22日致电

项英: “皖南部队及军部以在动手解决韩德勤之前,移至苏南为有

利。”“准备情况如何? 几天可以开完? 盼告。” 

　　陈毅、粟裕在苏北取得黄桥战役胜利,叶挺于 10月上旬在皖

南取得反“扫荡”胜利之际,中共中央又于 10 月 12日致电项英:

“军部应乘此时速速渡江,以皖东为根据地,绝对不要再迟延。皖南

战斗部队,亦应以一部北移,留一部坚持游击战争。”!

　　以上事实说明, 中共中央要皖南新四军军部和部队北移的决

心早就下定了,只是由于项英拒绝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 以致一误

再误,丧失了北移良机。《项英传》的作者竟说中共中央要求新四军

军部北移的决心直到 12月 26日“严责电”时才定下来, 这不是事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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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所谓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曾经想“拖”

　　《项英传》引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电报中有关“拖”的说法,得

出结论说: “这种‘拖’的态度, 自然对赢得北移的有利时机是很不

利的。”但只要不是断章取义,而是全面地、系统地了解中共中央和

毛泽东有关新四军皖南部队北移的电报精神,便可得出下列认识:

　　1.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讲“拖”是以“走”为前提的。就拿《项英

传》引用的 11月 21日电来说, 其中一面说“你们可以拖一个月至

两个月”;一面紧接着又说, “但须认真准备北移。我们决心以皖南

的让步换得对中间派的政治影响”。 三天后的 11月 24日,中央

又明确指示: “一、你们必须准备于 12月底全部开动完毕。二、希夷

率一部分须立即出发。三、一切问题须于 20天内处理完毕。” 11

月 30日中央电报又说: “现在开始分批移动, 12月底移完不算太

迟。” 12月22日项英以叶挺名义向蒋、何、白、顾要求桂军让路并

延期一个月北移。! 党中央看出项英尚无决心北移,遂于 24日命

令皖南部队“立即开始分批移动”。

　　2.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讲“拖”是对国民党斗争的一种策略手

段,讲“走”是对皖南新四军的行动方针。如《佳电》中提出的“宽以

限期”,正如中央 11月 21日电报中说的: “实际我早要北移,但现

偏要再拖一两个月。”∀ 其目的是对国民党施加压力,迫其延缓反

共进军。12月 14日中共中央电示:“我们正交涉展限一个月, 但你

们仍须于本月内尽可能移毕。”#12月18日,朱德等复国民党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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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刘为章电中,要求“展缓移动时间至明春二月半,在二月十五

日前德等保证全部离开皖南现地” ,更是直接说给国民党听的。

就在同一天, 中央电示叶、项:“重庆形势严重,项、曾二人暂勿离开

军队”; “希夷及一部人员北上,望速作部署”;“秘密文件必须烧毁,

严防袭击”。 12月 25日中共中央电报中提出北渡“须有两个月时

间” ,这是要周恩来、叶剑英向蒋介石交涉的条件。12月26日“严

责电”指出: “现虽一面向国民党抗议, 并要求宽展期限, 发给饷

弹”,“但你们不要对国民党存任何幻想,不要靠国民党帮助你们任

何东西,把可能帮助的东西只当作意外之事。”! 这是要项英把对

外的斗争策略和对内的行动方针严格区分开来。而《项英传》的作

者却故意混淆斗争策略和行动方针的区别,为项英推脱责任。

　　3.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电报中讲“拖”,除了作为对国民党斗争

的一种策略手段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被项英逼出来的。每次中共

中央要项英率部北移时,项英总是摆出这个困难,那个危险,来软

顶中央的指示。如项英 11月18日报中央电称: “如依目前情况,确

定速移,则我们仍再交涉北移期限延长,无论如何弄点补充,并作

各种实际之准备和布置”。∀ 于是才有前述 11 月 21 日中央电报

“你们可以拖一个月至两个月”的答复。11月 22日项叶致电中央

复称:“皖南部队开动需相当时间”,“由苏南北移之交通布置, 须费

相当时间才有保证”。“我们意见,极短期内无法开动。”# 11月 27

日又称: “无论如何要在 12月底才能完毕开动。”∃ 12月 13日项英

又向中央报称:“因行动已定,消息又已吐露,无法保守秘密与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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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 则应再延一时,待敌戒备稍弛, 目前很难求得迅速北渡。”

故中央 14日复电项英:“我们正在交涉展限一个月, 但你们仍须于

本月内尽可能移毕。”12月 25日, 毛泽东、朱德致周恩来、叶剑英

电提出向蒋交涉“须有两个月时间,若断若续,分批偷渡”的要求,

亦是由于项英报称: 江北李品仙布防堵截,皖南顽军暗中包围,南

岸须通过敌人封锁线, 江中须避敌艇袭击, 非假以时日分批偷渡则

不能渡,势将进退两难等等。 由此可见,不是中央要“拖”,而是项

英要“拖”。《项英传》却试图要读者相信,是中央“拖”的态度, 影响

到项英的“拖”,这是倒果为因,颠倒是非。

　　《项英传》中还写道:“由于党中央和毛泽东想以新四军皖南部

队北移作为谈判讨价还价的砝码, 就带来了北移的时限有一个变

化过程。” 不错, 1940年 10月 19日国民党“皓电”发出了掀起第

二次反共高潮的信号, 中共中央为延缓反共战争爆发的时间, 决定

在皖南采取让步方针。在此之后,尽管国际、国内形势瞬息万变,蒋

介石与日德集团和美英集团的关系变幻莫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

对形势和战局有过种种分析,主要是考虑采取何种最佳对策来对

付国民党的反共阴谋, 如何以局部的让步换取最大的政治、军事效

益,但始终没有改变“皖南让步”这个既定方针。中共中央对新四军

军部北移的态度一直是明确的、坚定的,在这一点上是没有变化

的,《项英传》作者说中共中央“对北移的态度变化很大”, 是站不住

脚的。

四　贻误时机的根本原因是项英不愿北移

　　皖南军部北移,有敌、伪、顽的军事障碍,又有长江的自然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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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客观困难是有的。但只要主观上有决心,困难是可以克服的。问

题就在项英这位新四军主要领导人没有下决心。其原因决不是像

《项英传》作者所说的党中央“对北移的态度变化大, 要求走的决心

下得太迟”等影响了项英, 而恰恰是项英思想深处根本就不想北

移,才多次贻误了北移的大好时机。直到 1940年冬皖南军部非北

移不能生存的情况下, 项英在被迫执行北移指示时, 还没有真正从

思想上解决问题。

　　其一是坚持其株守皖南的错误主张, 这是他不愿北移的深层

原因。长期以来, 项英有个以皖南为基地, “独立开展南方局面”的

战略设想,这是项英的“南方情结”。在国民党发出“皓电”强令新四

军江南部队全部北移, 中共中央“佳电”答允皖南让步后, 尽管有时

项英在口头上赞同北移方针,但紧接着又摆出各种各样的困难,在

行动上拒绝北移。1940年 10月 28日项英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

称:“为了便于将来我更大发展, 坚持皖南阵地有极大作用。如现放

弃,将来不易取得这一个强固的支点。” 这反映了项英株守皖南

的一贯思想。10月 30日项英在给中央的电报中提出了三个方案:

“一、保持皖南阵地,根本不转移。二、完全放弃皖南到皖北,这会引

起与桂军的摩擦。三、完全放弃皖南移苏南。”但他又否定了第二、

第三方案,要中央同意他的第一方案, 即“根本不转移”。 这是项

英的真实思想和愿望。11月上旬,项英一面表示“同意放弃皖南”,

一面在 11月 13日致中央的电报中提出:“决心坚持皖南阵地”,并

从五个方面摆了坚持皖南阵地的“把握”。 项英有着根深蒂固的

“坚持皖南”的思想,怎么能积极主动地设法北移呢?

　　其二是项英想在皖南就地反摩擦,这是他不愿北移的又一思

想反映。黄桥战役结束后, 中共中央指示项英率部东移苏南, 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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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长江。10月 11日项英复电称:“依据各方形势与条件, 军部困难

北移”, “仍以军部所在地作基点较有利, 以便与三支地区连成一

片,作准备已相当完备。” 11月 3日项英致中央电又称: “军部后

方机关缩小, 部队仍继续扩大整训, 完成作战准备, 应付任何事

变。”中央 11月 21日要项英“认真准备北移”,次日项英复电, 摆了

转移途中可能出现的危险情况后,提出“反不如停留皖南, 胜利把

握较多。”“如估计有战斗情况发生,反不如暂留皖南为好”。 11月

24 日中央要皖南部队“立即开始分批移动”, 项英复电称: “假若是

队伍既未到苏南,又已离皖南, 在半路上要战斗, 则颇不利”,提出

“如有何变动,来的快时,则请毛无须顾虑,我们就在皖南打,资材

与人员的损失是顾不了的”。 “资材与人员的损失”曾是项英迟迟

不北移的借口之一,但在皖南就地反摩擦, 这就可以“不顾”了。也

就是说,只要不北移,即使遭受什么损失也是可以“不顾”了。

　　《项英传》作者无理指责中共中央“严责电”“晚了”, 如果项英

真心想北移, 认真准备北移,一接到 12月 26日“严责电”就立即行

动,在年底前北移,则可能大为减少我军的损失。可是项英到 28日

才开会讨论, 拖到 1月 4日才行动,时间上晚于党中央的要求,也

超过了国民党规定的限期, 在政治上给国民党以借口,在军事上使

国民党军得以合围。因此, 在贻误北移时机问题上, 项英的责任是

推脱不了的, 要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分担责任是没有道理的。

　　在这篇文章结束时,让我们用新四军老战士、皖南军部《抗敌

报》原主编汪海粟的一段话来作为结束语:“皖南事变前后和过程

中,由于项英的独断专行,犹豫不决,一误再误,导致全军覆没,负

有全部责任。”! (作者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离休干部)

(责任编辑: 荣维木)　　

·187·

 

! 《大江南北》1989年第 5期,第 20页

《皖南事变》,第 69页。

《皖南事变》,第 68页。

《皖南事变》,第 40页。


